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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出文献战国文本的差异叙述＊

杨　博

【提　要】依新出文献所记史事角度，不同种类的新出文献对于同一叙事主题 （人物、
事件）均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叙述差异情况。叙述差异的产生与战国时期文本编纂、流传的

情境息息相关。“史”、“语”、 “子”等取材于 “世”、 “书”等成书较早、材料较原始的文

献，它们之间又互相影响，构成了战国文本丰富形态之一隅。不同文本的差异叙述，发展

了 “言公”与 “私意”的论断。“言公”在于共同文化背景、共同目标的相同，而差异叙述

的目的则在于发扬 “私意”，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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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材料的发现对于中国古典学研究的意义重大。学者每论及此，多援引王国维所说：“古来新学

问起，大都由于新发见。”①作为２０世纪初中国考古学的四大发现之一，尤其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，

大量简帛文献的出土与发现，引起了海内外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学者的极大兴趣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

成就，成为国际性的显学。正如陈寅恪 所 谓： “一 时 代 之 学 术，必 有 其 新 材 料 与 新 问 题，取 用 此 材

料，以研求问题，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。治学之士，得预于此潮流者，谓之预流，其未得预者，

谓之未入流，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，非彼闭门造车之徒，所能同喻者也。”②

为便于同既往的出土文献相区别，裘锡圭先生提出将建国以来陆续出土的先秦典籍抄本 （主要

是战国时期文本）总称作 “新出文献”。③笔者从史学角度将其主要分为 “世”、“书”、“史”、“语”、
“子”等五种。清华竹书 《楚居》主要叙述自楚先祖季连开始到楚悼王共２３位楚先公先王的居处迁

徙，内容与 《世本》之 《居篇》相类，是新出 “世”类文献的典型代表；战国时期 “世”类文献的

流行，还表现在 “世”类衍生文献的涌现，清华竹书 《良臣》即是一例。“世”类文献之外，清华竹

书中有 《金縢》《皇门》等多篇可与今本 《尚书》 《逸周书》之篇章相对照，似亦可归为 “书”类。
《系年》则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一种独立史著。“语”是战国时期流传的存故实、寓劝诫和助游谈的

材料。除谚语外，其最显著的特征，即在于 “故事”性。即每个篇章都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独立故事，

＊　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“海昏侯墓考古发掘与历史文化 资 料 整 理 研 究”（１６＠ＺＨ０２２）、国 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青

年项目 “西周诸侯墓葬青铜器用与族群认同研究”（１７ＣＺＳ００５）的资助。

①　王国维：《王国维论学集》，傅杰编校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，第２０７页。

②　陈寅恪：《陈垣敦煌劫余录序》，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，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版，第２６６页。

③　裘锡圭：《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》，《光明日报》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４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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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是由故事背景＋故事经过＋故事结果组成，如上博竹书 《昭王毁室》开篇以 “昭王为室”为故

事背景，“一君子丧服……”为经过，结果是 “因命至 （致）俑毁室”。此外，楚竹书中还有大量可

归入儒、墨、道、法等诸家学派的 “子”书，以 儒 家 书 为 大 宗。春 秋 战 国 时 期 诸 子 常 举 典 型 人 物、

经典事迹以加强论说效果。楚竹书中就有不少 “子”书涉及这方面内容。①

迄今为止，有关新出文献的文字释读、文本校勘等方面，学界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。特别是文

本校勘，刘娇②、单育辰③、西山尚志④等先生均有专著问世。但是就新出文献及其与传世文献叙述

差异的史学角度分析来看，关注的学者还比较少，所见成果亦不算多。笔者拟在此方面对这一问题

谈些粗浅看法，以供师友同好批评。

一、新出文献战国文本及其与传世文献叙述差异举隅

新出文献所涉及的战国文本问 题，从 史 学 角 度 来 看，主 要 是 两 个 方 面：一 是 人 事 的 叙 述 趋 同，

二是人事的叙述存异。相同的方面自然可以直接用来验证过去的认识，或增补文献记载之不全，而

差异的表现与原因则需要细细辨析，才可以用作史料以考订上古历史，此理毋庸赘言。

新出文献所涉及的文本叙述差异的问题，在笔者上述 “世”、“书”、“史”、“语”、“子”等五种

分类中均有所体现，而这种体现也有一些不同。按照文献种类和重复情况，试列举如下：

（一）同类文献之间的叙述差异

１．“史”类文献之间的叙述差异

清华竹书 《系年》简文第十五章 “陈公子徵舒取妻于郑穆公。”⑤ 照此则夏姬是徵舒之妻而非其

母。《左传》宣公十年所记陈灵公与大臣孔宁、仪行父之间以 “徵舒似汝”相戏，⑥ 可见徵舒是夏姬

之子。关于此事，《史记·陈杞世家》记载比 《左传》稍详。同为 “史”书，《系年》与 《左传》《史

记》的记载就存在差异。

２．“语”类文献之间的叙述差异

“语”类文献在春秋战国时期非常流行。关于同一人物、同一事件可 能 有 多 个 版 本。这 类 文 献

是当时作史的基本素材。⑦ 这些不同的版本叙述之间亦存在差异。上博竹书 《庄王既成》以楚庄王

铸无射钟之事入题，通过君主铸钟之事引出故事主题，在出土、传世文献中都有例证。⑧ 学 者 认 为，

这些故事是同一个故事在各诸侯国形成的不同版本。如许科先生认为 《左传》《国 语》所 见 周 景 王

故事、《曹沫之阵》所见鲁庄公故事和本篇楚 庄 王 故 事 是 同 一 个 故 事，“在 周、鲁、楚 国 都 衍 生 出

不同的故事版本，故事主题是借铸钟一 事 而 讲 理，但 又 据 各 国 情 势 之 不 同 而 在 人 物 和 内 容 上 进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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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应的转换和改编。”① 葛亮先生也认为，“《庄王既成》将鲁庄公铸无射钟的故事移植到了楚庄王的

身上。”②

３．“子”类文献之间的叙述差异

“子”类文献的一个 显 著 的 特 点 即 是 在 文 章 中 常 举 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 等 所 谓 圣 人 事 迹，
朱、象、桀、纣、盗跖等恶人事迹以为其说树立楷模。其有关圣王明君等古史典型人物论说组合上

亦存在差异。《荀子·议兵》篇有 “四帝两王”之说， “四帝”指尧、舜、禹、汤， “两王”指周文

王、武王。上博竹书 《举治王天下》有 “夫先四帝二王”之句，出于师尚父应对文王之辞。“二王”

显然不是指周文王、武王，与 《荀子》的 “四 帝 两 王”有 别。疑 此 “二 王”是 指 夏 禹、商 汤， “四

帝”则所指未详。此外，郭店 竹 书 《唐 虞 之 道》有 “六 帝”一 词，亦 未 详 其 所 指，似 应 与 “六 王”
有关。③

（二）不同类文献之间的叙述差异

１．“世”类与其它类文献之间的叙述差异

（１）“世”类与 “书”类。清华竹书 《良臣》：“唐有伊尹、有伊陟、有臣 扈。武 丁 有 傅 说，有

保衡。文王有闳夭，有泰 颠，有 散 宜 生，有 南 宫 适，有 南 宫 夭，有 芮 伯，有 伯 适，有 师 尚 父，有

虢叔。武王有君奭，有君陈，有君牙，有周公旦，有召公，遂佐成王。”④ 《尚书·君奭》：

公曰：“君奭！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，时则有若伊尹，格于皇天。在太甲，时则有若保衡。
在太戊，时则有若伊陟、臣扈，格于上 帝；巫 咸 乂 王 家。在 祖 乙，时 则 有 若 巫 贤。在 武 丁，时

则有若甘盘。率惟兹有陈，保乂有殷，故殷礼陟配天，多历年所。”……公曰： “君奭！在昔上

帝割申劝宁 （文）王之德，其集大命于厥躬？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；亦惟有若虢叔，有若闳

夭，有若散宜生，有 若 泰 颠，有 若 南 宫 括。……武 王 惟 兹 四 人 尚 迪 有 禄。后 暨 武 王 诞 将 天 威，
咸刘厥敌。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，丕单称德。”⑤

可以看出，《良臣》将殷商西周两代的 “良臣”分别系于商汤、武丁、周文王、周武王的名下。而按

《君奭》，伊陟、臣扈等为太戊时良臣，而非商汤之时良臣。
（２）“世”类与 “子”类。《良臣》有 “黄帝之师：女和、 人、保侗。”《吕氏春秋·孟春纪·

尊师》则曰 “黄帝师大挠。”⑥

２．“书”类与其它类文献之间的叙述差异

（１）“书”类与 “史”类。清华竹书 《金縢》说 “周公宅东三年”，宅与居同义，居东三年则与

《诗·豳风·东山》称东征 “自我不见，于今三年”，⑦ 《史记·周本纪》“管蔡叛周，周公讨之，三年

而毕定”相一致。⑧ 但与 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》称周公 “宁淮夷东土，二年而毕定”有差异。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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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２）“书”类与 “语”类。上博竹书 《竞建内之》追述 “昔高宗 （武丁）祭，有雉雊于彝前”事

与传世 《尚书·高宗肜日》篇的记述相似，均是祖己对商王祭祀时的异事进行的评论。清华竹书中

亦有 《赤鸠之集汤之屋》篇，讲述有鸟 “赤鸠”被商汤射获。商汤外出临行前嘱咐小臣伊尹将其烹

煮作羹的故事。
（３）“书”类与 “子”类。清华竹书 《金縢》在记述周公将其愿代武王服事鬼神之简册纳于金縢

之匮后，有：“就后武王陟，成王犹幼在位。”说明周公仅是摄政，并未称王。这与钱穆所认为 《荀

子·儒效》主张的周公称王说存在一定的差异。①

３．“史”类与其它类文献之间的叙述差异

（１）“史”类与 “语”类。还可举 《系年》陈公子徵舒的例子，《国语·楚语上》：“昔陈公子夏

为御叔娶于郑穆公，生子南。子南之母乱陈而亡之，使子南戮于诸侯。”韦昭注：“公子夏，陈宣公

之子，御叔之父 也，为 御 叔 娶 郑 穆 公 少 妃 姚 子 之 女 夏 姬 也。……子 南，夏 徵 舒 之 字。”② 上 博 竹 书

《容成氏》不仅记 述 五 帝，而 且 还 涉 及 乔 结 氏、 氏 等 不 见 于 文 献 记 载 的 上 古 帝 王 名 号，明 显 与

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记载的体系不同，是有别于炎黄古史传说体系的另一种传说体系。
（２）“史”类与 “子”类。上博竹书 《竞公疟》即与 《晏子春秋·内篇谏上·景公病久不愈欲诛

祝史以谢晏子谏》《外篇·景公有疾梁丘据裔款请诛祝史晏子谏》所记述之内容近似。上博竹书 《竞

建内之》与 《管子》中 《霸形》《戒》两篇内容相似，只是所涉人物与事件背景有很大差别。③

４．“语”类与其它类文献之间的叙述差异

此种情况可以 “语”类与 “子”类为例。上博竹书 《鲁邦大旱》《柬大王泊旱》《鲍叔牙与隰朋

之谏》及 《竞公疟》等灾异文献所讨论的共同主题，大都由于疾病、旱魃等神罚或日食等异象的降

临，然后藉由国君的自省，“为善政”为解除或规避灾殃的有效途径，但是具体的人物故事与情节有

着不小差别。④

需要说明的是，上列文献的种种叙述差异并不能涵盖所有的内容。一方面囿于目前发现材料的

限制，另一方面实际上这种有关同一主题 （人、事）的重复情况是战国文本创造、流传的一个主要

方面。上举上博竹书 《鲁邦大旱》，涉及到 “哀公问孔子”这一主题，清代学者马骕在 《绎史》中专

列 《孔子类记一·哀公问》篇，汇集了 《史记》《礼记》《大戴礼记》《论语》《庄子》《荀子》《韩非

子》《吕氏春秋》《韩诗外传》《孔丛子》《孔子家语》及 《说苑》《新序》等多种传世古籍中所见之材

料，⑤ 限于篇幅，兹不赘引。

二、文本叙述差异原因具析

上述战国文本及其与传世文献间产生叙述差异的原因，似亦需要通过考察不同种类文献既相互

联系又有所区别的复杂关系来探究。
第一，“语”与 “子”。主题 （人、事）的重复情况，在 “语”、“子”两类文献中体现最多，差

异现象的表现也最多。“语”与 “子”之间，“语”与 “世”、“书”、“史”等其他三类文献之间均存

在一定程度上的叙述差异。究其原因，笔者以为是与战国时期文献产生、流传的方式分不开的。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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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见拙作：《论史料解读的差异性———由楚竹书灾异文献中的旱灾母题入手》，《烟 台 大 学 学 报 （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）》２０１５年 第１
期，第８０～８７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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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郎瑛即曾针对 “秦汉书多同”的疑惑发表议论说：

予尝反复思维，岂著书者故剽窃耶？抑传记者或不真耶？非也。二戴之于 《礼记》，彼此明

取删削，定为礼经，其余立言之士皆贤圣之流，一时义理所同，彼此先后传闻；其书原无刻本，
故于立言之时因其事理之同，遂取人之善以为善；或呈之于君父，或成之为私书，未必欲布之

人人也，后世各得而传焉，遂见其同似。于诸子百家偶有数句数百言之同者，正是如此耳，此

又不能尽述。①

郎瑛之说的重要性在于他指明了古 书 相 同 的 缘 由： “其 余 立 言 之 士，皆 贤 圣 之 流。一 时 义 理 所

同，彼此先后传闻。其书原无刻本，故于立言之时，因其事理之同，遂取人之善以为善，或呈之于

君父，或成之为私书，未必欲布之 人 人 也。后 世 各 得 而 传 焉，遂 见 其 同 似。”清 代 章 学 诚 有 著 名 的

“言公”立论，就与此接近：

古人之言，所以为公也。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。志期于道，言以明志，文以足言。
其道果明于天下，而所志无不申，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。②

“言”所以为 “公”，申 “志”，其言则不必自有。“言公”，笔者理解其基本内涵应至少包括两方

面的内容，其一是言说的背景，表现在先秦诸子身上即是以 “六经”为代表的知识背景，郭店竹书

《性自命出》《六德》及 《语丛》（一）等篇都透露出当时存在着 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
六经并称的现象。③ 学者亦从子学与经学的传承角度考察，得出 “诸子各家皆有经，很多诸子学派也

研究诗书礼乐”的结论。④

其二是言说的目标。以学界熟知的早期儒、道关系为例，过去学者依据 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
所记 “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，儒学亦绌老子。‘道不同不相为谋’，岂谓是邪？”⑤ 而郭店楚墓中儒

道两家典籍共出，似透露出早期儒、道两家为天下统一的共同政治目标而和平相处、同源共济的信

息。学者仔细对比，发现今本 《老子》中有很多与儒家思想截然对立的内容，在郭店 《老子》中并

不存在。⑥ 任继愈先生曾指出，郭店竹简的内容反映出战国中后期的社会，为结束战国纷争的历史，
在统一的前夕，各地区先知先觉的思想家和有识之士，均在为统一天下构画蓝图。竹简内容反映了

这一统一天下的理想。这一时期，各国各学派都有他们的设想，虽方法不同，目标却是一致的。⑦ 这

个目标，就是 “其道果明于天下，而所志无不申”，其所言则 “不必果为我有也”。
第二，“世”、“书”与 “史”、“语”、“子”。“世”以人为主，以时为轴。古人作史，第一中心是

“人”，主要是 “世系”或 “谱牒”，这是古代作史的第一框架。它是按氏姓、国族或家族的亲缘树谱

来讲历史，常见的是 “某生某”、“某又生某”。现存 《世本》，虽然是清人辑本，或说原书成书于战

国时期，但是这种帝系、王侯谱与卿大夫谱的渊源甚早。殷墟王卜辞中，对于商王世系即有明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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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载。如黄组卜辞 《合集》３５４０６即记载了一份从甲戌日翌祭上甲，乙亥日翌祭匚乙，直到庚子日翌

祭大庚，这样有序排列的十一王的完整祀谱，祀谱亦本于王世系谱。这类与 “世”类有密切关系的

文献在西周金文中也可以看到，西周早期大盂鼎 （《集成》０２８３７），时王列举 “文王受天命，武王作

邦，成王敷有四方”后要求盂 “型乃嗣祖南公”。这种西周初期王世与族谱序列的发轫，经过西周中

期的发展，到西周晚期则出现了紧密的一一对应关系，可举共王时期的史墙盘 （《集成》１０１７５）与

宣王时期的 盘 （《汇编》７５７）为证。东周时期，江陵望山楚简卜筮祭祷记录，记有墓主 “悼固”
多次祭祀其已 故 的 五 世 先 人。新 蔡 葛 陵 卜 筮 类 简，祷 祠 对 象 有 楚 文 王、平 王、昭 王、惠 王、简 王、
声王、坪夜文君、子西等。由是，陈伟先生认为战国时楚人封君一级祭祀七代先人，大夫一级祭祀

五代先人。① 可见，“世 系”类 文 献 与 卜 辞、金 文、文 书 简 等 带 有 档 案 文 书 性 质 的 文 献 存 在 莫 大 的

关联。
“书”类文献亦是由档案文书修饬而来，其重要的区别是后者已具有明确的主题，并依据这一主

题将简册记录的周王言行改编为具有可读性，并 含 有 一 定 教 化 性 或 指 导 性 等 带 有 政 治 性 质 的 篇 章。
这种改编，李零先生认为即便是早期古书直接脱胎于文书档案，它也不应是文书档案中必然包含之

种类。其之所以能成为后世意义上的所谓 “书”，恐怕还是后 人 删 选、改 编 的 结 果。② 改 编 的 方 式，
照 “书”类文献记言为主、记事为主及言事相兼三种类型来说，可以分为两种情况：③

其一是记言类篇章。这类篇章改编自史官对周王讲话的记录。由于特定的讲话时间短暂，目的

明确，所以对讲话的记录能够做到首尾连贯，自为起讫。这样的讲话记录，只需稍加整理，即可以

称为一篇完整的篇章。如清华竹书 《皇门》，即便在管、蔡、霍叔等 “三监”叛乱已平复的情况下，
周人贵族集团内部仍围绕着王朝权力有着较尖锐的矛盾与斗争。特别是在当时王朝内服诸官中存在

着种种危害于王朝的行为，其中尤以封闭良臣上达于王所的风气危害极大，此种风气已造成年幼的

成王在用人上出现的偏差、影 响 到 国 家 之 安 宁，故 周 公 作 此 诰 辞 以 训 诫 群 臣。记 言 类 篇 章 的 制 作，
即记录和改编，几乎可以同时完成。

其二是记事或言事相兼型。“书”类文献虽以记言为主，但更多的 “书”篇是言、事相兼型，如

《康诰》以 “惟三月哉生魄，周公初 基，作 新 大 邑 于 东 国 洛，四 方 民 大 和 会。侯、甸、男、邦、采、
卫、百工、播民，和见士于周。周公咸勤，乃洪大诰治”，④ 来交待时间、人物和事件背景，然后接

着以 “王若曰”开始记言。这类篇章改编自史官对周王言行的记录。事件与讲话的不同，在于其场

景变化与人物不同，时间亦可是数天，数月甚或数年。在这漫长的实践过程中，并不会只有此一事

发生，如清华竹书 《金縢》“周公石 （宅）东三年”就是史官对涵盖一个较长时期的言行原始记录进

行了编纂。这就要求史官对 同 一 事 件 的 言 行 记 录 进 行 选 择、提 炼，使 之 成 为 一 篇 主 题 明 确 的 篇 章，
所以相应的对史官技能的要求也较高。

改编的具体时间与过程，已然于史无征。《墨子·明鬼下》为阐明 “鬼神之有”的理论，曾引证

“周之 《春秋》”、“燕之 《春秋》”、“宋之 《春秋》”与 “齐之 《春秋》”，而以周之 《春秋》“周宣王杀

其臣杜伯”事为最早，其余各国 “春秋”记事都在周宣王之后。在此之前，不引某国 “春秋”，而引

证 《夏书·禹誓》《商书》和 《周书·大雅》。《墨子》中的这些引证，或许正暗示了周宣王以前的事

散存于 《书》《诗》之中，周宣王以后的事，各国 《春秋》可见。这就是说，《春秋》之作，起自宣

王之时。⑤ “春秋”的撰作，表示将 “档案文书”改编为 “书”也有可能，同时也启发了这种改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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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觉，由于周室 “春秋”之修撰，于是带动了 “书”与 “诗”的编录。①

“书”类文献被改编完成以后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。其一是在王朝官学中作为教

育贵族子弟的教材，特别是春秋中期以后，因各种原因逐渐流入各诸侯国，并成为各诸侯国教育贵

族子弟及后起的诸子教育弟子的教材。其二是作为共同文化背景使用在宴饮会盟、臣下进谏、著书

立说等不同场合，以增加论说的分量。其三则是以其所记言、事为材料基础，以追述上代史事以达

到 “通古今之变”的目的。这也是 “史”书创作的基本主干材料之一。
“史”书的创作，关注的是人、时、事、地四项，人 的 因 素 侧 重 在 “世 系”或 “牒 谱”，时 间 因

素有 “春秋”、“纪年”，事、地则有 “书”所记言、事。② 这是 “史”书的主干。枝叶则需要融入记

载大量丰富史事的 “语”书以丰满。所以李零先生说，“语”是当时作史的基本素材。
“语”的大量出现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 “语”者社会地位降低决定的。③ 《国语》以记言为主，所

记多为贤士、大夫的谠言高论，其与 《尚书》记言限于官文书的性质是 有 严 格 区 别 的。④ 再 从 《尚

书》《国语》之间 “言”、“语”的细微差别来理解：
《尚书》之 “言”基 本 上 是 君 王 对 臣 下 所 发 布 的 诰 命，多 具 有 不 容 置 疑 的 权 威 性。 《国 语》的

“语”更多是对当政者的一种委婉劝谏。劝谏者即 “语”者需要借助各种论据，使用有效方法，使上

位者接受自己的意见。《尚书》等 “书”类所记的言语局限在周王或是周公、召公等辅政大臣及祭公

等耆老 “惇史”的范围之内，训话的对象是臣民；《论语》除孔子外，只有少数几位贤弟子之言语，
“语”的直接对象基本为门下弟子或问学者。《国语》记载的言语不是训话，而是劝谏，劝谏的对象

是君王。劝谏和教诲都出于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目的，均需要列举一些当时人们熟知的人、事作为

论据，以增加说服力，这部分内容也就是其时的共同文化背景。
综上所述，似可简单推导出战国文本的一个线性的发展模式，“诗”、“书”、“春秋”等 “六艺”

的改编与编订，在春秋战国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，以至于形成时人共同认同的文化背景，从而

能为 “语”、“子”等文献的编纂者所用，借 “不必果为我有”之言，而使 “其道果明于天下，而所

志无不申。”即如图１所示。
当然，战国时 期 文 献 衍 生、文 本 流 传 的 途 径 并 非 线 性 单 一 的，图１也 部 分 体 现 了 这 一 特 征。

“史”、“语”、“子”不仅取材于 “世”、“书”等文献，它们之间也是互相借鉴的关系。清华竹书 《良

臣》《楚居》的发现，已表明 “世”类文献在战国时期仍有相当的创造活力。而上述史官创作技能的

发展，战国时期私人学术的兴起，使得档案文书→书→史、语等的发展途径更加多样。《左传》昭公

二十六年载有王子朝 “告诸侯书”，

昔武王克殷，成王 靖 四 方，康 王 息 民，并 建 母 弟，以 蕃 屏 周……至 于 夷 王，王 愆 于 厥 身，
诸侯莫不并走其望，以祈王身。至于厉王，王心戾虐，万民弗忍，居王于彘。诸侯释位，以间

王政。宣王有志，而后效官。至于幽王，天 不 吊 周，王 昏 不 若，用 愆 厥 位。携 王 奸 命，诸 侯 替

之，而建王嗣，用迁郏鄏，则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。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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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
④

⑤

饶龙隼先生经过分析，得出大概前７５０年前后出现夏书、商书、周 书 之 称 名；前６５０年 始 出 现 《书》之 称 名；春 秋 以 前 传 写 的

应称为 “书”篇，而不是 《书》。《书》篇最早编纂于昭穆时期。参见饶龙隼： 《上古文 学 制 度 述 考》，中 华 书 局２００９年 版，第

２１１～２２７页。

参见拙作：《战国早期的 “四战之地”———清华简 〈系年〉所记战国史事》，《文史知识》２０１５年第３期，第６７～７０页；《清华竹

书 〈系年〉所记战国早期战事之勾勒》，《宁波大学学报 （人文科学版）》２０１８年第３期，第５８～６１页。

李佳：《国语研究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，第１３７页。

白寿彝：《战国秦汉间的私人著述·国语》，《中国史学史论集》，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版，第３０页。
《左传》卷５２ 《昭公二十六年》，第４５９１～４５９２页。



图１　战国文本差异叙述示意

这不由得使人联想起清华竹书 《系 年》第 一 章 简 文。若 深 究 下 去，就 会 发 现 王 子 朝 在 作 “书”
回顾历代周王时采用的 “昔武王……至于夷王……至于厉王……幽王……”的结构，与 《系年》首

章 “昔周武王……至于厉王……宣王……”的句式相类。特别是王子朝描述 “国人暴动”的 “至于

厉王，王心戾虐，万民弗忍，居 王 于 彘”一 句，更 是 与 简 文 若 合 符 节。此 外，王 子 朝 “告 诸 侯 书”
中所提到的武、厉、宣、幽、携诸王之事，《系年》首章与次章亦多有涉猎，只是叙述立场可能存在

差别，王子朝书中所谓 “携王奸命”明显与 “《系年》讲携王史事时明显的持幽王、携王立场”不

同。① “告诸侯书”是档案文书，为史官在当时所记下。《左传》的编者在编撰中则直接将此 “书”全

文收录，这部分内容就是直接在档案文书基础上所进行的史书创作，体现着从文书到史书的发展过

程。而采取不同立场叙事的 《系年》所记与 “告诸侯书”的相近，一方面印证了从档案文书到史书

途径的可能性，另一方面，说明档案文书的书写似也受到一种固定模式的影响。以先王为代表，对

先王功绩或所处时代的历史大势有一个基本的概括。如 “武王克殷，成王靖四方，康王息民”等。

三、小结

新出文献中不同种类文本 之 间 及 其 与 传 世 文 献 的 差 异 叙 述，于 “秦 汉 书 多 同”的 论 断 是 扬 弃。
章学诚的 “言公”之说，得到了新出文献不同文本同一主题差异论说的验证， “秦汉书多同”、 “言

公”在于文化背景、目标的相同，差异叙述的目的则在于发扬 “私意”，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。
自顾颉刚先生倡导古 史 辨 派 之 后，有 关 史 料 考 辨 的 观 念 已 深 入 学 者 心 中。战 国 文 本 的 复 杂 性，

因其作为史料载体而使得史料考辨的工作尤为重要。笔者以为有两点值得注意。
其一，叙述差异是客观存在的，但是差异较多的 “语”、“子”文献似均有所本，即其叙述主干

大抵是可靠的。上博竹书 《容成氏》以九邦来服宣传文王之德，《史记》对 “平虞芮之讼”的记载同

样反映了文王盛德。此外 《左传》僖公十九年宋子鱼云 “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，军三旬而不降。退

修教而复伐之，因垒而降”、② 襄公三十一年卫北宫文子言 “文 王 伐 崇，再 驾 而 降 为 臣，蛮 夷 帅 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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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朱凤瀚：《清华竹书 〈系年〉所记西周史事考》，李宗焜主编：《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———出土材料与新视野》，（台）“中

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２０１３年版，第４４１～４５９页；拙作：《〈系年〉“周亡王九年”诸说综析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２０１８年

２月２７日。
《左传》卷１４ 《僖公十九年》，第３９２９页。



可谓畏之”① 及 《吕氏春秋·用民》“密须之民，自缚其主，而与文王”② 等所载文王伐崇、密须与

简文伐丰、镐过程略似，均反映出文王盛德。
其二，史家叙事、诸子论说，既然有牵涉事件的叙述，就不可避免情节安排、人物描写及观点

运用。诸子专以理论阐述为中心，虽然它也引用一些历史故事，但其目的主要在于阐明其思想理论，
以至常常用自己的思想、观点来对历史故事加以改造。即便如此，在有意之外，诸子于无心之中却

起到了记录历史、保存历史与整饬历史的作用。与之相应，史家的任务也不应只限于对历史事件做

流水账似的记录，或对某一个或数个 特 定 事 件 进 行 分 析，更 为 重 要 的 是 需 要 探 究 事 件 的 来 龙 去 脉，
或在众多个体事件之间寻求内在关系，或从混乱而无条理的现象中找出特定的道理与意义，如此所

谓 “情节化解释”即被需要。③ 故鉏麑触槐前的内心独白需要鉴别，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太史公所谓

“天雨粟，马生角”亦需要考虑，④ 但是司马迁在论赞中还是提醒，尽管他用文学家的手法来写荆轲

刺秦的故事，但他真正的目的仍然是在写历史。

附记：小文曾以 《新出文献与战国文本差异叙述》为题，提交 “出土文献与诸子学研究新境———
第四届诸子学学术研讨会”讨论，得到与会谢维扬、廖名春、宁镇疆、李锐、齐航福等先生的指教，
又蒙匿名审稿专家与责任编辑龚赛红老师提出宝贵意见，笔者谨致谢忱！

本文作者：中国社 会 科 学 院 历 史 研 究 所、出 土 文 献 与 中 国 古 代 文 明 研 究 协 同 创 新 中 心 助 理 研

究员

责任编辑：龚赛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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